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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升，

国外媒体对中国的关注愈加强烈。国内学者从传播
学的角度对涉华报道中的中国形象进行了不少研

究，然而这些研究所关注的基本上是中国的总体国

家形象，缺乏对某个群体的聚焦。随着媒体与性别
的研究深入进展，传媒文本中的女性形象问题成为

传播学与女性学的研究热点，但大多数研究只是针

对国内媒体所展示的女性形象进行解构与分析，对

外国媒体关于中国女性形象的研究却寥寥无几。事
实上，涉华报道所呈现的女性形象直接形成并深刻

影响着世界读者对中国女性形象的认识，进而影响

着世界对中国人的总体认识。因此剖析国外媒体，
尤其是极具影响力的美国媒体对中国女性的报道

实为重要。本文采用量化与质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
方法，先对涉华女性报道进行内容分析和文本分

析，再从意识形态和社会性别意识的角度对报道特

点和倾向性进行解读。

一、女性形象的内容分析

“内容分析法是对明示的传播内容进行客观、

系统和定量描述的调查研究方法。”[1] 18 贝雷尔森
（Bernard Berelson）的这一定义揭示了内容分析的对

象、分析方法和特征以及结果表述的特征。郭庆光
把它的特点归为四点，“即分析对象是‘明示的内
容’、程序上的客观性、系统性和定量性。”[2] 284事实
上，内容分析法并非一种理论，而是按照一系列定

义清楚的步骤展开文本分析的一种方法。它被广泛
地用于有关媒介报道长期的变化和模式的系统研

究。运用内容分析，可以描述传播内容中存在的模
型或趋势，评估媒体对某些社会群体的刻画，对媒

体的传播效果做出推测。[3] 220 本文即采用这种方法
归纳总结具有代表性的美国媒体对中国女性报道

的模式及倾向，进而分析这一现象。
（一）样本与分析单位

本文选择《纽约时报》2010 年全年涉华报道中有
关中国女性的报道作为研究样本。《纽约时报》是美
国主流社会最具影响力的报纸。该报因其独立、严谨
的风格被称为世界“档案报”，又因其在西方主流媒
体中的领导地位，其报道经常为其他媒体所引用和

追随。本文中的女性形象来自《纽约时报》以女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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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人物的报道或与女性有关的一般报道。本研究
从该报网站获得 2010 年涉华报道共 1422 篇，从中

筛选标题中有女性或者主要内容有关女性的报道文

章共 33篇，其中有主要女性人物形象 37个。分析单
位是每篇文章，分析其主角或报道的主要人物———
中国女性形象。其报道的主题列举如下（见表 1）：

表 1 2010 年《纽约时报》33 篇女性报道的主题统计

发表日期 文章标题

1 月 1 日

1 月 25 日

2 月 11 日

2 月 14 日

2 月 15 日

2 月 19 日

2 月 26 日

3 月 4 日

3 月 18 日

3 月 26 日

3 月 29 日

4 月 27 日

4 月 28 日

5 月 7 日

5 月 17 日

5 月 27 日

6 月 24 日

8 月 27 日

9 月 1 日

9 月 2 日

9 月 17 日

10 月 1 日

10 月 10 日

11 月 8 日

11 月 11 日

11 月 16 日

11 月 25 日

12 月 1 日

12 月 1 日

12 月 13 日

12 月 21 日

12 月 22 日

12 月 24 日

中国先锋女主编接管新杂志

一女性自焚

招聘———租个男友回家过年

越老越优秀，中国夫妇在巴黎主宰双人花样滑冰

申雪、赵宏博在冬奥会击败俄罗斯夺冠

一名持不同政见者的妻子否认政府的声明

未成年中国女体操运动员金牌被召回

中国歌剧的第一夫人

操纵中国的生育政策

政府禁止著名学者按计划出访美国

一名持不同政见者的妻子提出上诉

中国关于性自由的争论

中国女子体操队奖牌被召回

中国包办式的再婚

挥刀砍人妇女被诊断患有精神分裂症

打开通往管理高层的道路

中国女性力争在政界拥有立足之处

跟踪中国工人的辛酸之路

同性恋越来越常见，反映出中国人观念的转变

卷入中国工业化进程车轮的家庭

稻草变黄金：凝结中国传统文化的作家

凝合传统的中国女作家张爱玲

妻子在探视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丈夫后被软禁

一名中国女性因转发推特信息而被捕

大批毕业生争抢工作

移民美国的中国女孩希望自己的视力和英语都能好起来

对中国女性来说，机会越多陷阱越多

中国城管执法呈现较温和的一面

周依疯狂的艺术世界

面子、性别在中国

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过程中的职权滥用

不用明火但能吃上烘烤的栗子：卖栗子的中国妇女

世界上最年轻的国际象棋女冠军创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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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问题和变量与编码

本研究试图回答的问题是：美国媒体眼中的中

国女性形象是怎样的？这些形象是否客观、公正、准
确地代表了中国女性形象？是否存在某种意识形态

和性别刻板印象？为分析中国女性在《纽约时报》报
道中的总体形象，本研究设计了以下变量和编码：

议题分布：有关政治、文化、社会、生活、工作职
业、婚姻家庭、体育运动等。
来源地：城市、乡村、城乡结合部、不详。
年龄：青少年、中年、老年、不详。
职业：文化艺术工作者、国家公职人员、服务行
业人员、运动员、学生、不详。
女性形象定位：积极（有一定的工作与生活能

力、独立、成功）、消极、不明确。
女性的自我意识：自认为处于弱势、自认为不
处于弱势、不明确。

作者对女性的态度：赞赏、同情、中立、否定、不
明确。
报道女性时是否存在意识形态：是、否、不明
确。
报道女性时是否存在性别刻板印象：是、否、不
明确。
所有样本由笔者一人完成编码，为了保证编码

可信度，21%的样本（7 篇文章）被随机抽出，由另外

一位编码者独立完成，因此最终编码可信度达到了

91%。
（三）研究结果

《纽约时报》有关中国女性的报道数量很少。在
2010 全年 1422 篇有关中国的报道中，只有 33 篇与

中国女性有关，所报道的女性人物共有 37 个。这反
映出该报对中国女性的关注度不大。
如表 2 所示，该报对中国女性报道的议题设置

表 2 2010 年《纽约时报》所报道的中国女性形象总结

比较全面，涉及文化艺术、国家政治、社会问题、工
作就业、婚姻家庭、生活状况、体育运动等方面，但
存在着报道不均衡现象。例如，其中涉及婚姻家庭
和生活状况方面的女性形象所占比重较大，分别为

8 个和 9 个，占报道总量的 22%和 24%，明显多于

其他方面的女性报道。就女性形象的来源地、年龄

和所从事的职业而言，该报所反映的中国女性形象

也有失均衡，不够全面。所报道的女性有 27 个来自
城市，占总数的 72%，纯粹来自农村的只有 1 个，明

显报道不足。此外，所反映的女性形象大多为中年
女性，有 13 个，占报道总量的 35%，其次是青少年，

有 10 个，占 27%，而老年女性形象只有 1 个。从女

（单位：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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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所从事的职业来看，所报道的女性从事服务性行

业的最多（11 个，占报道总量的 30%），其次是文化

艺术类行业（7个，占报道总量的 19%）；公职人员和

运动员分别有 5个，占 14%。
在 37 个中国女性形象的报道者中，对所报道

女性表示同情的有 15 个，占总数的 41%；表示赞赏

的只有 3 个，占 8%；持中立态度的有 10 个，占

27%；持否定态度的有 2 个；态度不明确的有 7 个。
《纽约时报》所塑造的大多数女性形象在社会中处
于消极地位（22 个，占总数的 59%），积极的女性形

象只有 10 个，占 27%，不明确的形象定位有 5 个。
另外，文章中的女性在自我意识中，自认为在社会

中处于弱势的女性有 16 个，占总数的 41%；自认为

不是弱势的有 12 个，占总数 32%；自我意识不明确

的有 9 个，占总数的 27%。通过对文本的阅读和分
析，本研究发现：在对女性形象的塑造中，有 19 个

带有作者的意识形态，10 个不存在意识形态；有 19

个存在性别刻板印象，11 个不存在性别刻板印象。
可以说，报道中明显透露出作者的意识形态和性别

刻板印象。

二、女性形象的意识形态解读

本文所使用的“意识形态”并不是狭隘的政治
意义上的理解，而是表达信息组织结构的某一层次

的语义规则系统，是人们理解世界进行社会生活的

一个常识性知识结构和语义背景。[4] 10 通常情况下，
人们甚至不会意识到自己的话语中会包含某种意

识形态意义，读者对此往往浑然不觉，这也是意识

形态的效力所在，它以潜移默化的方式使人们在不

知不觉中传播它、强化它。意识形态通过伪装自己
的性质，装扮成另外一种东西发挥作用，其作用方

式最隐蔽时最有效。[5] 158 美国人信奉自由主义的意
识形态，其核心原则是政府是为人民设立的，个人

权利高于国家权利。另外，美国意识形态的一个独
特表现就是极端的反共产主义和反社会主义，把社

会主义国家视为敌对国家，把敌对国家的一些社会

矛盾无限夸大。
美国式的意识形态在《纽约时报》女性报道的
叙事框架上有所体现。在关于政府政策、社会问题、
生活状况、工作职业甚至婚姻家庭的报道中，作者
的叙事框架常常表现为突出负面、消极、被动的女
性形象，并把问题的根源推向政府。报道中隐藏的
意识形态可以通过分析报道的新闻图式得以呈现。

欧洲学者迪克认为，新闻话语受到“超结构”的制
约。这种超结构是话语的综合性和全局性结构，它
把一篇新闻报道的各种要素组合起来，以实现新闻

文本的宏观主题。迪克把这种超结构称为“新闻图
式”，它包括概述、情景、评价等基本要素。这些新闻
要素在新闻报道中具有相对稳定的排列规则，记者

对这些要素的独特的处理方式往往透露出特定的

新闻价值和意识形态。[6] 50

从新闻图式的角度看，《纽约时报》关于中国女
性的报道透露出反映其意识形态的两种倾向。
（一）信源选择和情景叙述中忽略或淡化对女

性发展产生积极影响的信息

在信源的选择方面，文章中隐藏着西方一贯的

意识形态，这说明了其新闻报道的高度选择性。选
择就是意义。什么事件被当成新闻来报道，或者哪
些部分作为重点来报道，并不取决于事件本身内在

的重要性，而是取决于一整套人为的选择标准。正
如格伊斯（Geis）指出的那样，“也许新闻媒体最重要
的权利是它能够说在什么时候什么问题重要，并决

定在哪个问题上应该听到谁的声音。”[3] 220 在 3 月
18 日关于“中国的生育政策”的文章中，作者引用了
两个信源。一个是刘女士，她已经有一个 22 个月大
的孩子，但又意外怀孕，忐忑之后咨询到可以生第

二胎，因为她和丈夫均为独生子女。另一个是吴女
士，她决定不会再要第二个孩子，因为她面临教育、
医疗保健、食品安全方面的巨大压力，如果自己可
以再次选择，宁可当初不要孩子。文章评述，尽管目
前计划生育政策有所松动，但人们还是无法掌控自

己生育这个极为私密的决策权，而且这方面存在不

公平现象，政府制造出很多特权群体，只要有钱，就

可以拥有一切。在这篇报道中，作者的信源都是来
自对计划生育政策不满的人士，根本没有选择从计

划生育政策获益的大多数女性的代表作为信源，而

是把计划生育这一利国利民的国策和人权扯在一

起，不考虑中国的实际，一味攻击政府。
事实上，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对女性社会地位

的提高、人们生活的改善和社会各领域的发展都产
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但是两篇关于计划生育的文
章对此都没有提及。信源的选择是建立在媒体的意
识形态基础之上的，其常常会选择与其意识形态相

一致的人作为信源，在选择时就渗入了自己的主观

态度。《纽约时报》某些报道特意选择某些信源而忽
略其他，大大影响了新闻语篇的客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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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评论常常夸大事实真相，矛头直指政府

除了有关体育运动、文艺工作者的报道外，《纽
约时报》在报道其他议题时常常会以某种方式加以
评论，而这些评论往往把问题扩大化，最终把矛头

指向政府。在报道有关计划生育政策时，作者常常
把它看成是政府干预个人生活的一个方面，并把它

上升为对人权的侵犯。此外，在一篇关于在汶川地
震中失去配偶的人们重组家庭的报道中，作者在标

题中使用了极为夸张的“包办婚姻”（Arranged Mar-
riage）的措辞。当然这与事实完全不符。文章中失去
丈夫的薛英（音译）和失去妻子的杨春（音译）通过

朋友介绍认识，直到相恋、结婚。有些人开办婚姻介
绍所，例如，邓群华（音译），她鼓励失去配偶的人们

前来登记注册，以便为他们牵线搭桥。地方政府也
开办了一个婚姻介绍所。婚介所的目的是为失去亲
人的人们能早日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生活伴侣，从

而摆脱失去亲人的痛苦，过上互助幸福的好日子。
这些举措在中国人看来是顺理成章的。但文章作者
评论说，西方人的婚姻抉择是建立在个体相爱的基

础之上，相比之下，这些失去亲人的人们通过亲戚、
朋友、婚介介绍认识而再婚只是为了家庭和社会的
稳定。政府向人们宣传重组家庭是一种爱国行为。
劝说人们再婚成了汶川地区的责任和义务，甚至成

立工作组，其成员分包到户，进行劝说。这里作者又
一次把矛头指向中国政府，“幕后就是中国政府，这
个国家一直以来就被认为时刻准备着干涉人们绝

大部分的私人生活，包括生育权利。在汶川，政府热
切地促成毫无温情的‘重组的家庭’，有些情况下甚
至包办婚姻。”[7] 事实上，地方政府在灾后积极为民
众提供心理咨询，缓解人们的焦虑，利用婚介所努

力帮助人们找到合适的配偶，并非也不可能用行政

手段让人们结合在一起。地震两年后，北川政府为
20 对新人举行集体婚礼，并免费赠送海南岛蜜月旅

行，而文章的作者却认为这是给电视媒体足够的时

间塑造重要形象。《纽约时报》把中国社会各界帮助
灾后家庭的爱心活动理解为干涉个人自由，并表现

出对政府的指责与不满，从而透露出该报记者美国

式的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

三、女性形象的社会性别意识解读

女性主义在运用社会性别理论研究媒体时，以

媒体的再现中是否存在性别刻板印象及其程度来

分析和评估媒体是否具有正确的社会性别意识。在

传播学领域，美国学者沃尔特·李普曼较早提出“刻
板印象”。中国学者卜卫把“刻板印象”简要准确地
定义为“人们对某个社会群体形成的过分简单化，
滞后于现实变化的以及概括性的看法”。[8] 15 刻板印
象一旦形成，很难随着时间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性别的刻板印象主要包括对男女两性的性格、形
象、智力、社会分工、家庭角色等方面的定型化。对
女性的刻板印象集中表现为将女性归为附属于男

性的传统角色，从男权文化中心的角度对女性进行

定位和概括。
客观公正地说，《纽约时报》的中国女性报道展
现了女性生存发展状况的若干方面，但没能客观公

正地反映中国女性的真实面貌，其中存在明显的性

别刻板印象。首先，报道过多地关注消极、负面的女
性形象，报道中的女性角色大多局限在婚姻、家庭、
生活的方方面面，她们被归为私人领域的主角，更

多地表现为被动、软弱、依赖、无能、以家庭为中心。
作者对她们的态度最常见的是同情。在一篇关于中
国女性就业状况的报道中，作者指出，经济的发展

使女性生活在工作与婚姻家庭的夹缝中，在残酷的

竞争中女性只好退却，去做压力不大、挣钱不多但
能照顾家庭的适宜女性的工作。文章中的母亲形象
一定是吃苦耐劳、勤俭持家之人。然而在现实生活
中，随着社会的进步，中国各个领域中都出现了越

来越多的独立、成功的女性。2010 年的中国妇女社
会地位调查显示，女性具有较强的自信心和独立意

识，86.6%的女性对自己的能力有信心，88.9%的女

性在生活中主要靠自己，很少依赖他人。[9]《纽约时
报》的报道中积极的女性形象远远少于消极的女性
形象，这是报道者的刻板印象造成的。经常忽略女
性对社会所做出的贡献也体现了该报对女性的刻

板印象。
另外，《纽约时报》报道中所树立的优秀女性形
象也体现出作者的性别刻板印象。在一篇题为“打
开通往管理高层的道路”的文章中，作者报道了一
名成功的女企业家吴乃芳（音译）。她认为，女人成
功的秘诀就是不要把自己当女人，要像男人一样做

事情；女人虽能顶半边天，但这个世界是由男人主

宰的。而中国女权主义者认为这种观点在成功女企
业家中很普遍，她们已经把这一观点高度内在化

了。另一篇题为“中国女性力争在政界拥有立足之
处”的文章讲述了成功女性白一彤（音译），她当选
为女村长，但做村官困难不小，她觉得“自己如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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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的，就会容易些了”。她认为男村长可以使用暴
力，作为女性就不能了。还有文章评论说，成功女性
往往会离婚，想再结婚希望渺茫，因为男人觉得找

结过婚的人很没面子，更主要的是，事业成功的女

性被认为没有女人味。这类报道流露出作者的性别
刻板意识：女人成功意味着失去女人味和幸福美满

的家庭。的确，中国妇女参与决策和管理仍面临障
碍，妇女发展的社会、文化环境也有待改善，但这不
能成为把成功女性的形象刻板化的理由。《纽约时
报》所报道的 37 个女性形象中，只有文化、体育方
面的 3 个是成功的女性形象，而绝大多数都是处在

生活、事业、家庭压力下消极被动的女性形象。很明
显，这与中国女性的整体形象是不相符的。美国媒
体不断制造并维系被刻板化了的、被扭曲化了的中
国女性形象，是对女性生存现实不真实、不公平的
反映，也是对整个女性群体的歧视。

四、结论

综上所述，《纽约时报》2010 年对于中国女性报
道呈现出的特点是：关于中国女性报道的数量相对

较少，而且对农村女性的报道更是少之又少；报道议

题更多集中在婚姻、家庭、生活方面，所报道的女性
大多从事服务性行业，女性角色的定位多是消极、被
动、令人同情的。文本分析也表明，该报的女性报道
存在着美国固有的意识形态和性别刻板印象。
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所收集的材料跨度仅为

一年。对美国媒体关于中国女性形象的报道分析，
除了从意识形态、性别意识的角度，若再加上跨文
化的视角会更加充分和准确。随着中美两国各方面
交流的日益增强，相互了解的进一步深入，关于中

国女性的报道也会出现新的变化，因此，这是一个

值得长期关注和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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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s of Chinese Women in the New York Times
LI Lixin

Abstract: It’s indispensable to conduct the research on the images of Chinese women on foreign media. Using the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methodologi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tent and discourse of the New York Times’
report about Chinese women, exposing the tendency in its reporting. The tendency include: there are rather less

reports about Chinese women in the New York Times, there are much less reports about rural women in China; the
report agenda focuses on marriage, family and women’s life and most of the roles of women are negative, passive or
pathetical. The discourse analysis of the coverage of Chinese women indicates that there are fixed American ideologies

and gender stereotype in the reports.

Key words: image of Chinese women; ideology; gender stereo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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